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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欺凌行为研究的系统性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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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校园欺凌研究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回顾二十几年来国内校园欺凌的发展情况，厘清当前欺凌行为定

义的问题，深入考虑欺凌行为测量方法异质性的问题，对欺凌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详细阐述，以期与现今

对欺凌行为的研究达成更多的共识。本文旨在记录当前国内对校园欺凌行为复杂性的理解以及测量方法的使

用，为当前欺凌行为研究提供一份全面的综述，以促进欺凌行为研究的有效性和兼容性，并为未来欺凌行为

的研究和干预工作提供参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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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校园欺凌已经引起了政府和公众越来越多的关注，影响着社会、学校、家庭的和谐安定。国外元

分析结果发现，国外传统欺凌行为的发生率在 9.68% 到 89.6% 之间，欺凌受害者的发生率的范围为

9% ～ 97.9%，网络欺凌率在 5.3% ～ 31.5% 之间，而网络受害率在 2.2% ～ 56.2% 。在过去二十几年中，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对受害者有严重的长期性不良后果，欺凌行为通常容易导致

焦虑、抑郁、社会退缩与犯罪行为等问题。甚至，对于仅仅只是目睹欺凌事件，没有直接参与的旁观青

少年产生一系列的心理伤害，鉴于欺凌行为所引发的危害性后果，国内关于校园欺凌的研究在日益增加，

引起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

研究者们试图厘清校园欺凌行为的前因后果，以制定针对欺凌行为相关的保护与风险因素的干预计

划。然而，开展欺凌研究存在许多的挑战，包括异质性的定义方式［1］和测量方法［2］。在回顾过去二十

多年国内的欺凌研究时发现，关于校园欺凌行为的定义，仍需进一步地衡量使其更加清晰，以使研究者

们在欺凌定义上有更多的共识。许多欺凌研究将欺凌定义为一种独特的攻击形式仍值得在理论上进行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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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探究，随着欺凌研究数量的扩散性增长，欺凌定义的模糊性可能会在欺凌问题的测量有效性上产生一

定的风险。对于匹配测量目的研究定义的需求在应用和干预研究中也很明显。

因此，本研究旨在介绍过去二十年学龄儿童及青少年校园欺凌行为，对过去关于欺凌研究中的定义

和测量方法问题进行总结。提供欺凌研究实践的建议，最重要的目标是提高欺凌研究的有效性、透明度

和兼容性，呼吁研究者们采取行动，在独立研究中生成的理论和结论能够传递到更广泛的欺凌群体的数

据中。

2  欺凌定义

过去二十多年来，青少年关于欺凌定义的看法没有进行标准化的量化测量。奥威尔斯（Olweus，

1993）提出的欺凌定义框架，“欺凌是一种攻击性行为或故意的伤害行为，在以权力不平衡为特征的人

际关系中反复、长期地进行”。该定义突出了三个主要特征：故意性、重复发生和权力的不平衡［3］，

这也是目前国内传统欺凌研究中使用最广泛的定义。此外，其他被认为与欺凌行为有关的行为成分还有

欺凌者的伤害意图，和受害者报告的受害经历。

即使奥威尔斯为欺凌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却并没有以标准化或者系统化的方式使用。欺凌定

义的使用与国内青少年对欺凌行为的理解是否一致仍未可知，当前发表的文献中仅有 4 项研究报告了在

测量校园欺凌事件中向被试陈述了所使用的欺凌定义。高秋凤（2012）对欺凌行为定义中的特征进行探

究发现，79.2% 的中小学生认为欺凌应该具备伤害性，64.57% 认为欺凌应该具备力量非均衡性，53.35%

的青少年认可欺凌的未受激惹性，而欺凌的重复发生性仅有 24.32% 的青少年同意。这就意味着在测量

欺凌行为过程中极容易出现测量的内容与青少年被试所理解的欺凌行为的维度并不一致，导致数据的有

效性不能得到保证。另外，从儿童心理学发展角度来看，儿童认知能力会随时间进行发展，其对欺凌行

为的理解在不同学段可能存在差异［4］。

因此在进行欺凌行为研究时有必要选择适当的操作定义，并在测量欺凌行为之前明确说明所测量的

欺凌行为的维度。通过从定义和理论上澄清欺凌是什么和不是什么，以期提高欺凌研究的有效性、理论

透明度和通用性。

3  测量工具

关于评估欺凌的最优方法和信息提供者存在许多争论。虽然，有研究使用多个信息提供者来建立心

理测量的充分性，但评估复杂、消极的欺凌行为涉及多个影响因素，因此，没有统一的“金标准”。在

传统欺凌行为的测量中使用次数最多的是张文新、武建芬（1999）修订的 Olweus 欺凌问卷，分为小学版

和初中版。在网络欺凌的研究中使用最多的是周等人（Zhou et al.，2013）翻译并修订的俄得拜克和卡维

索（Erdur-Baker and Kavsut，2007）编制的网络欺凌量表，研究已表明在中国青少年群体中有较好的适用性。

各个研究测量工具之间存在差异，包括用于评估欺凌发生时间的框架、欺凌定义中包含的成分以及

提供给被试的指导语。只有 3 项研究明确报告在欺凌行为的测量中不包含“欺负”或“欺凌”一词。有

研究发现，在测量中展现“欺凌”一词时，青少年报告的欺凌行为明显少于为提供该词测量的青少年［5］。

然而，在量表中使用“欺负”或“欺凌”一词，但不以定义的形式向被试提供额外的指导是更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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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青少年对于这一行为的理解与研究人员是不一致的［1］。

4  影响因素

无论是传统校园欺凌的受害者还是网络欺凌的受害者，被卷入欺凌事件对他们来说是经历负性生活

事件，根据反应方式理论，对青少年经历负性生活事件反应方式的研究值得研究者关注，研究者探讨了

经历欺凌事件的受害者产生的内化问题和外化问题。

在内化问题方面，受害者通常会产生一系列的内化问题如抑郁、体验回避、社交焦虑、压力感、羞

耻感、睡眠障碍、反刍思维［6］、道德推脱、自伤行为自杀、安全感与社会自我效能感降低等问题。其中，

关于受欺凌者与抑郁关系的进一步研究支持了线性模型（Linear Model），即随着累积的受欺凌频率越高，

抑郁程度会呈现线性函数的上升趋势［7］。

一项为期三年的纵向研究表明，言语欺凌和关系欺凌对青少年的学习投入行为存在负向预测作用，

而身体欺凌对学习投入的变化速度有显著的预测作用［8］。关于艾滋病影响儿童的研究显示，自立人格

可以作为中介因素在校园受欺凌与学校适应之间起中介作用，也就是说，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更频繁地

遭受校园欺凌，自立人格水平越低，越不利于儿童的学校适应［9］。个体遭受同伴欺凌之后，短期内会

出现消极情绪和痛苦体验，在长期后果上会出现社交不适应、退缩等行为。在外化问题方面，在遭受欺

凌后，个体可能会通过表现一系列的外化问题来缓解受欺凌所带来的应激反应。刘晓薇等人（2021）用

社会信息加工理论来解释外化问题，认为个体的认知缺陷，如敌意性归因是受欺凌者产生外化问题的内

在机制［10］。研究发现受欺凌者有较高的相对剥夺感，在与他们进行社会比较后会体验到更多的负性情绪，

从而导致危险性决策，如攻击行为等［11］。

研究显示受到传统欺凌和网络欺凌的青少年可能成为网络欺凌的施暴者。根据一般压力理论（General 

Strain Theory），研究者发现遭受同伴拒绝的青少年产生愤怒情绪后更有可能实施网络欺凌［12］。有研究者

认为现实的受欺凌者实施网络欺凌行为可以用一般攻击理论（general aggressive model，GAM）来解释，即

有被欺凌经历的青少年会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如愤怒反刍思维，加剧他们的愤怒体验，从而导致网络欺

凌行为的出现［13］。在纵向研究和横断研究中均发现，遭受传统欺凌的受害者可能会通过道德推脱完成自

己的网络欺凌行为的认知合理化。根据社会信息加工模型（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SIP），石慧芬等

人（2020）提出攻击规范信念的中介作用，在控制了传统欺凌的情况下，发现网络受欺凌者会通过提高自

身的攻击规范信念从而实施更多的网络欺凌行为［14］。研究发现，日常生活中的暴力暴露会调节受欺凌者

的攻击行为，即生活中的暴力暴露越少时，受欺凌者的攻击行为越多［15］。网络欺凌研究发现，同伴侵害

可能是个体实施网络欺凌的风险因素之一，而且欺凌者与受欺凌者都有较低的同伴接受度［16］。

5  讨论

正如前文所描述的，准确评估欺凌行为定义中力量不平衡以及重复性，这为欺凌研究的测量制造了

一定的难度。研究发现对欺凌行为的评估并不总是强调定义中所概述的欺凌行为组成成分，如：故意性、

重复性、未受激惹性、力量不平衡等。测量到的欺凌行为的维度通常不会映射到所使用的定义［17］。为

了能够有效且准确地测量到欺凌行为的成分，研究者必须考虑好测量方法与所使用的欺凌研究的匹配性



·216·
校园欺凌行为研究的系统性综述 2023 年 3 月

第 5 卷第 3 期

https://doi.org/10.35534/pc.0503026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c

以减少欺凌行为研究在定义与测量方法上的差异，除此之外，建议研究者了解定义与测量方法相对于目

标样本的有效性。当前国内大部分欺凌行为研究的被试来源于城市样本，只有少部分研究报告有对农村

样本进行抽样。有研究发现农村样本与留守儿童群体内欺凌行为的发生率要高于城市样本中欺凌行为的

检出率［18］，但也有研究发现城镇被试与农村被试的差异并不显著，这就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来探究二

者的差异。

除自我报告方法之外，同伴、教师、家长报告的方式都可以用来调查校园欺凌行为鉴于自我报告和

同伴报告的优势与局限性，同时为了避免对单一信息源产生的偏见，我们建议在适当的情况下混合使用

不同的报告形式，这可能会使不同报告方法所产生的信息源互相补充，进而产生更可靠的数据。

欺凌行为不仅仅是个体特征的结果，还受到与同伴、家庭、教师、多重关系及具有社会影响的互动（如

媒体、技术）的影响。根据社会生态理论，我们回顾了在个体、家庭、同伴群体、班级、学校中发生的

欺凌行为的相关因素和影响因素的研究。一方面，负荷受害并不是孤立发生的，欺凌行为源于个体之间

的复杂互动以及所处的环境。另一方面，洞悉欺凌行为的前因后果除了需要针对多个社会生态系统之外，

还要持续关注身体、言语、关系、网络欺凌等欺凌不同亚型的前因研究。

通过使用有效的操作定义和测量发放，使得许多与欺凌相关的风险因素的研究能够推广到更大的样

本中，并制定有针对性的预防和干预计划来减轻这些风险，未来研究可以从多个生态层面的干预角度对

是否能有效预防和减少儿童和青少年参与欺凌进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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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ystematic Review of School Bullying Research

Zhang Wei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Abstract: As school bullying research has attracted increasing attention, we review the progres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chool bullying in China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clarify the problems with the 
definition of bullying behavior currently in use, as well as consider in depth the heterogeneity of bullying 
measurement methods, and elaborate on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bullying behavior in order to gain more 
consensus on the study of bullying behavior. The aim is to document the current domestic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lexity of bullying in schools and the use of measurement methods,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current bullying research in order to promote validity and compatibility of bullying research, 
and to inform the direction of future bullying research and intervention efforts.
Key words: School bullying; Operational definition; Measurement method; Influencing factors


